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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哈勃参量 (H(z))的数据观测对于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宇宙学的 “三朵乌云”——暗物质、暗能

量、黑暗时代——很有助益,因此近年来,对哈勃参量的数据观测问题的研究持续升温,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一

问题的回顾和整理. 目前,主要有三种独立的通过观测测量 H(z)的方法,我们将之总结为年龄微分法、径向

BAO(重子声学震荡)大小法和引力波标准汽笛法.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首先介绍宇宙学中的基本概念,如膨胀

的宇宙中的时空坐标等,随后将是对这三种方法的说明,包括误差的来源等.本文还会展示哈勃参量的观测数

据在限制宇宙学模型和宇宙学参量方面的优势以及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一些在数据应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

讨论.最后,我们总结一些即将实施的可以大幅提高数据精度的观测计划.

关键词 哈勃参量,年龄微分法,径向 BAO大小法,宇宙学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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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 (Hubble E P)那件具

有开山意义的工作成果 [1] 问世以来, 宇宙的膨胀问

题就以其巨大的魅力吸引了广大的天才科学家. 哈

勃通过对观测得到的距离 - 红移 (以径向距离表述)

数据的整理归纳,说明了河外星云 (早先对星系的叫

法)彼此远离的线性特征,即哈勃定律

ẋ = Hx, (1)

这里 H是以哈勃命名的比例系数, x是以我们的星系

为起点的位置坐标.

哈勃定律的发现标志着定量化宇宙学时代的到

来, 从此, 宇宙学的理论可以通过观测得到检验. 而

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天文学家可以捕捉到从更深更

古老的宇宙中发出的光, 我们对整个膨胀的宇宙的

认识也逐渐发展为统一的大爆炸——冷暗物质宇宙

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 能量的主要形式由辐射逐渐

转换为暗物质主导, 最初的爆炸遗迹体现在今天观

测的微波背景辐射 (CMB)的各向异性和大尺度结构

(LSS)中. 这个模型的建立依靠了两个观测极端: 红

移 z = 1000 的 CMB 和红移 z = 0 附近的 LSS. 而处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大部分时空区域, 特别是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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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时期之前的区域,目前仍不为我们所知. 除此之

外,通过过去 20年对宇宙的观测——特别是对 Ia型

超新星 (SNIa)的观测——表明了目前宇宙的加速膨

胀,其膨胀动力很可能是源自暗能量,而暗能量的物

理特性目前还不为人们完全所知. 这项通过超新星

发现宇宙加速膨胀的重大成果已获 2011年度诺贝尔

物理学奖.

因此, 我们说目前宇宙学的天空中存在着三朵

乌云: 导致目前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的暗能量 (Dark

Energy)、对宇宙结构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暗物质

(Dark Matter) 以及目前还无法探测的黑暗时代 (Dark

Age)[2,3]. 我们称之为 “3D 宇宙”, 而蕴含于其中的最

深刻的物理我们还无从知晓.

面对宇宙中如此广袤的未知领域,人类对于宇宙

过去的任何探测都是具有极重要价值的. 最近,以哈

勃参量为载体对宇宙膨胀的直接测量,获得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 作为一个检验宇宙学模型的标准,哈勃参

量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影响宇宙演化的重要宇宙学参

数,以及修正某些对于宇宙演化过程中的关键时刻的

描述,如宇宙膨胀由减速到加速的转折点等. 而且哈

勃参量还可以在不同的红移下以不同的形式被探测

到, 特别地, 在 LSS 中, 还可以通过对重子声学振荡

(BAO)探测得到位于黑暗时代的哈勃参量数据.

这篇文章是对目前阶段哈勃观测参量数据 (Ob-

servational Hubble Parameter Data)和它在宇宙学中应用

的介绍. 在第 2节,我们简单回顾膨胀宇宙的宇宙学

背景. 第 3 节中我们会介绍三种重要的哈勃参量的

观测方法、原理及实现. 第 4节,我们会简述一下哈

勃参量限制宇宙学模型的优势. 接着,我们会在第 5

节简单介绍哈勃参量观测数据在宇宙学模型的研究

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哈勃参量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最

后,在第 6节,我们简单介绍一些能进一步提高哈勃

参量测量精度的研究工作.

2 背景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回顾一些必须掌握的宇宙学

的基本概念和背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描述哈

勃观测数据及其含义.

2.1 时空、度规和坐标

Friedmann-Robertson-Walker (FRW) 度规描述了均

匀,各向同性,平坦的宇宙时空结构.

gµν =




−1

a2(t)

a2(t)

a2(t)




, (2)

其中尺度因子 a的存在意味着时空并非绝对静止的.

实际上, 我们知道宇宙是膨胀的, a随时间的流逝而

增加.

利用度规 (2), 时空间隔的微元 ds2 = dxν dxν =

gµν dxµ dxν 可以写作

ds2 =−c2dt2 +a2(t)dxidxi. (3)

这里,我们利用了四维矢量 xα = (ct,xi)其中包括空间

维度的信息.引入共动坐标的概念描述四维矢量的空

间分量是有用的,并且为了把度规扩展到非平坦的情

形中去,我们采用无量纲化的球坐标 xi = (r,θ ,φ) ,同

时赋予尺度因子以距离量度的含义. 在这种约定下,

时空间隔可以写成

ds2 =−c2dt2 +a2(t)
(

dr2

1− kr2 + r2dθ 2 + r2 sin2 θdφ 2
)

,

(4)

其中 k 取 {−1,0,1} 中的一个. 参量 k 表征了空间曲

率, k = 0对应平坦宇宙.

我们可以通过引进参量

χ =
∫ r

0

dr′√
1− kr′2

= sinn−1 r, (5)

将式 (4)进一步转化.上式中函数 sinn的定义如下：

sinnx =





sinx for k = 1,

x for k = 0,

sinhx for k =−1.

(6)

于是式 (4)可以转化为

ds2 =−c2dt2 +a2(t)
[
dχ2 + sinn2 χ

(
dθ 2 + sin2 θdφ 2)] .

(7)

为了得到 χ 的物理意义,考虑如下情景:将我们

置于坐标原点即 r = 0处,同时考虑沿视线方向的某

1453



张同杰等: 宇宙黑暗面 (3D宇宙)的限制和哈勃参量的观测数据——哈勃参量宇宙学

一远处存在一个随着宇宙的膨胀而逐渐远离我们的

光子发射器,其坐标径向分量为 r = re.转动坐标系使

发射光子的方向为 θ = 0,φ = 0,于是对于上述沿视线

方向的光子有

ds2 =−c2dt2 +a2(t)
dr2

1− kr2 , (8)

ds设光子的发射时刻为 te,接收时刻为 t0. 因为以光

速运动的物质的世界线方程为 ds2 = 0,那么对于光子

有 ∫ t0

te

cdt
a(t)

=
∫ re

0

dr√
1− kr2

= χ(re). (9)

考虑式 (9) 左边的积分, dx = cdt 是光子在时间间隔

dt内传播的物理距离, a(t)是 t时刻的尺度因子,二者

相除,得到的就是在共动坐标系下测量的光在时间间

隔 dt内传播的距离,称之为共动距离.因此 χ的物理
意义可以理解为发射者和接收者之间的总的共动距

离. 如果时空是平坦的,共动距离就与径向坐标之差

∆r = re−0 = re相同了.

有时候, 引入共形时间或者共动视界 η 作为四
维坐标的时间因子是方便的,共形时间被定义为

η(t) =
∫ t

0

dt ′

a(t ′)
, (10)

这里积分是从 “时间的起点”进行,用 cη作为时间因
子, 那么共动的四维坐标可以写成 xα = (cη ,χ,θ ,φ),

FRW度规可以化为如下形式:

gµν = a2(η)




−1

1

sinn2 χ

sinn2 χ sin2 θ




. (11)

2.2 膨胀、红移、哈勃参量

在引言里,我们提到了 1929年发现的哈勃定律.

哈勃最初的论文不仅对天体物理这门学科具有深远

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也影响了人类的宇宙观,但是这

里我们只提及其中两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

在哈勃论文的最后,他简单地讨论了 de Sitter宇

宙模型 (即认为宇宙的膨胀是由真空能量主导的宇

宙学模型) 下的 “光谱位移” 现象 (即现在所称的红

移) 的可能机制. 他指出这一现象的两种来源: 一方

面是 “表观的原子振荡变缓”;另一方面来源于 “物质

粒子散射的一般趋势”. 用今天的语言讲, 前者就是

狭义相对论下的多普勒效应, 这是由星系本动造成

的;后者则是指广义相对论下的多普勒效应,即宇宙

学红移,这与共动坐标自身的膨胀有关. 在本文的其

余部分,我们将会看到这两种因素是如何影响现代宇

宙学以及它是如何在我们的观测图像中展现的.

哈勃同时指出他的线性定律可能是 “有限的范

围内的一阶近似”,因此我们所在的真实的宇宙与 de

Sitter宇宙模型是存在差异的. 因为从纯粹的 de Sitter

宇宙模型中得出的哈勃常数 H应该是一个与时间和

空间位置均无关的常数, 这也正是我们现在的观点.

在现代的文献中, 我们经常以哈勃参量 H 来表征宇

宙的相对膨胀速率:

H =
ȧ
a
, (12)

同时, 哈勃参量的数值经常以 km s−1 Mpc−1 为单位.

而哈勃常数 H0 现在则被用来指代目前哈勃参量的

数值.

但是,这个定义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哈勃参量与

可观测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式 (12)进行

化简以使其与物理上的长度,时间和红移等可观测量

相联系.

首先,我们注意到任意时刻 t的宇宙学红移 z与

尺度因子 a有关.设某一距离我们遥远的观测源在 te

时刻发出的光子,在 t0时刻被我们所接收.于是观测

到的该源发出光子的红移量 z满足

1+ z =
a(t0)
a(te)

. (13)

考虑不同红移下多个光源光子的被一个观测者同时

接收的情形, 并假设这些观测都是在理想的情况下

实现的,也就是均在严格相同的时刻 t0完成观测.当

然,这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假设现在时刻的尺度因子

a(t0) 的变化并不是太快, 那么在我们观测的这段时

间 (如人类的一生或观测项目的过程中)红移并不会

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显著变化. 但是如果一定要考

虑 t0 的变化,那么根据 Sandage-Loeb检验 [4,5]我们就

可以得到这段时间里红移的移动值.最近,稳定光源

因宇宙膨胀产生的视星等的变化也被作为一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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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宇宙学检测方法提出 [6]. 但是就我们现在所了解,

目前还没有可以应用于这些方法的观测数据,即使是

针对它提出的观测方案,也通常需要 10年的时间才

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7,8](但是,我们必须强调 “实时

宇宙学”(Real-Time Cosmology) 近年来逐渐受人重视,

正像 Quercellini等人在文献 [9]中提到的). 但是本文

中,我们不打算将精力完全放在这些方法上,因此我

们忽略接收时间 t0的微小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将 t0视作常数从而在 te时刻对式

(13)微分,

da(te)
dte

=− a(t0)
(1+ z)2

dz
dte

=−a(te)
1+ z

dz
dte

. (14)

两边同时除以 a(te) ,马上得到

H(z) =− 1
1+ z

dz
dte

. (15)

在 3.1节,我们将会看到,式 (15)在观测消极演化星系

(Passively Evolving Galaxies)确定哈勃参量的测量方面

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另一种将哈勃参量与可观测数据相联系的方法

是利用在式 (5)中引入的共动距离 χ 的概念. 式 (9)

左右两边对时间求导,我们得到

dχ
dte

=− c
a(te)

. (16)

从另一方面来说,通过式 (14)我们还可以得到另一个

微商 dte/dz.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共动距离 χ 对红移的
导数

dχ
dz

=
dχ
dte

dte
dz

=
c

a(te)
a(te)

(1+ z)
dte

da(te)

=
ca(te)
a(t0)

dte
da(te)

=
c

a(t0)H
, (17)

也就是
d [a(t0)χ]

dz
=

c
H(z)

(18)

(关于这一方面更详尽的信息, 读者可参阅文献

[10,11],但是注意其中定义的差异).考虑一个具有一

定大小的可观测天体, 它在沿着我们视线的方向上

跨越了空间长度 a(t0)∆χ ,由此产生红移差为 ∆z,利用

它我们也可以得到哈勃参量 H(z)的数值.但我们如

何能找到这样的天体呢？这种想法并不是利用某一

实际存在的天体的长度,而是通过探究宇宙空间中分

散的星体并着重把握它的统计特征,如由于 BAO造

成的宇宙密度场中两点相关函数的峰值. 这是另一

种通过观测获得哈勃参量 H(z) 的方法 (a(t0)χ 可以
看作是一种距离量. 它跟 Weinbery在计算 LSS功率

谱强度时自然得出的物理量——结构距离 (Structure

Distance)[12] dS = a(t0)r的物理含义很接近,通过式 (5),

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空间是平坦的,或者星体离我们

不是太远,结构距离跟 a(t0)χ 是相同的).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只考虑了沿视线方向放置

的标准杆, 因此由此得到的哈勃参量的微分表达式

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继续考虑该观测体横向上的空

间跨度, 我们将发现它与另一个重要的宇宙学观测

量 —— 角直径距离 DA(z) = a(z)r(z) 有密切联系. 在

膨胀的宇宙中,对应于遥远距离的源的视差张角为

∆θ =
a(z)

DA(z)
∆r⊥ =

a(t0)
(1+ z)DA(z)

∆r⊥, (19)

其中 ∆r⊥ 是源横向空间跨度的共动距离 [13,14]. 自然

地,一旦知道了 BAO的物理尺度并测量到 BAO的信

号,对应的角直径距离就可以用来进行宇宙学模型的

限制.

经典的宇宙学检验方法是 Alcock-Paczy (AP) 检

验法, 这种检验法是利用哈勃参量 H(z)和角直径距

离 DA 的另一种关系来表述的. “AP检验法”中可观

测的量是 A(z) = ∆z/(z∆θ),它是通过观测一些具有球

对称结构的展源得到的,表达式中的 ∆z是某个观测

源上距我们最近和最远的两点对应的红移差, ∆θ 是
角距离.由式 (18)和 (19), A(z)可以表示为

A(z) =
∆z

z∆θ
=

1+ z
z

DA(z)H(z)
∆χ
∆r⊥

. (20)

对于一个位置好的观测源,它距离我们不能太远 (这

样它复杂的空间几何构型才能被忽略),于是可以得

到 ∆χ ≈ ∆rq, ∆rq是共动坐标视线方向分量之差.进一

步讲,对一个近似球形的物体, ∆rq ≈ ∆r⊥成立,于是可

得到

A(z) =
1+ z

z
DA(z)H(z). (21)

可以看出, 这种方法并不能对哈勃参量和角直径分

别地进行限制,只是能得到它们乘积.在现代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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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里, AP 检测法通常被理解为几何效应对观测源

的统计分布的影响,而不是某个具体天体 (参考文献

[16∼18],或者文献 [10,19],但文献 [10,19]在分析中考

虑了 BAO因素).

利用 BAO尺度测量球状星系平均分布时,还会

得到另一种与哈勃参量和角直径都有关的量 [20],称

为 DV ,定义为

DV (z) =
[

cz(1+ z)2D2
A(z)

H(z)

]1/3

. (22)

为了使 DV (z)表达式中哈勃参量 H(z)和角直径 DA(z)

分离,必须利用星系的二维分布并将相关函数分解为

视线方向和横向方向两部分 (参考 3.1节和文献 [21],

但文献 [21]是另一种分解思路).

3 观测中得出哈勃参量

式 (15)和 (18)已经为我们构建了三种由观测得

到哈勃参量 H(z) 的基本方法 —— 年龄微分法、径

向 BAO大小法和引力波标准汽笛法,而最先进的红

移巡天项目如 SDSS[22] 又为这三种方法的实现提供

了可能.在这一节,我们再次探讨这三种方法及利用

这三种方法得出的数据.

3.1 年龄微分法

如式 (15)所示,年龄微分法的关键是找到红移间

隔为 ∆z的两个天体在发射相应光子时对应的宇宙的

年龄差 ∆t [22].而应用恒星演化理论 (该领域的研究已

很透彻),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分析恒星光谱得到它们

的年龄,进而应用之以反映宇宙年龄,这样我们的问

题就可以通过分析光谱得以解决. 但是,在宇宙学的

尺度下,一个一个地去观测恒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

我们只能得到恒星的集团,也就是星系的光谱.但星

系中可能包含不同的恒星族,而不同星族的形成时期

会显著不同,因此辨别出那些恒星年龄相对统一的星

系以及找到更符合的恒星形成模型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得到数据, 证认 “时钟”星系并观测其光谱

的项目已经展开, 如 GDDS, VVDS, SDSS 等巡天计

划 [23∼25]. 除此之外, 通过 KeckI 望远镜对可观测星

系团中的亮红星系 (LRG) 的观测, 一批高精度光谱

数据也已经被观测 [26].事实上,在可以被观测的星系

中, LRG正是我们要倍加关注的焦点. LRG是由均匀

的恒星族组成的大质量星系.这些高光度 LRG占据

着 SDSS样本中的相当部分,并且,除了可以作为 “星

系钟”, LRG还可以用来探测宇宙中的未知的物质分

布 (虽然存在发光物质与暗物质质量的偏坦量). 因

此,利用 LRG,我们可以使 BAO的信息显示在发光物

质密度的自相关函数中,从而将之作为宇宙的标准量

尺.

目前,通过对这些星系的证认和光谱观测,已经

有人在中低红移下直接确定了哈勃参量的值. Jimenez

等人 [23]利用年龄微分法,在红移 0.09下,首次得到哈

勃参量为 H(z) = 69±12 km s−1 Mpc−1.随后, Simon等

人 [27]将成果扩充到了多于 8组、最高红移达 z≈ 1.8

的红移区间中. 后来,这些数据集又被 Stern等人 [25]

更新.目前, SDSS释放了其第 7批观测数据 [28],在第

5节中,我们会讨论这些数据如何应用在宇宙学模型

的限制之中.

有人可能会疑惑,既然年龄数据 (或回溯时间)本

身就可以用来检验宇宙学模型,我们又为什么要花大

力气去计算红移差对应年龄差呢？诚然,绝对年龄在

宇宙学参量的判断中非常有效 [29∼32],但是,大部分观

测源的年龄测定都存在较高的系统误差,而通过计算

低红移差组内的年龄差,绝对年龄的系统误差很有希

望被消除 [33].当然,考虑到数据分组过程导致的可计

算总量的减少,即使系统误差完美地消除了,我们也

不是没有损失的.

我们还假设了星系里的大部分恒星几乎是同时

形成的 [34],在这样的近似下,当将测得的光谱去跟星

族模型 (特别是在文献 [27,25] 中提到的单一星族模

型)拟合时,由于恒星形成时间的不统一所带来的测

量上的年龄偏差是微小的. 但是,星系演化这一领域

的最新研究又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先前所做的

假设.比如, Crawford等人 [35]已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

得出单一星族 (SSP)假设可能会导致系统误差,这种

误差会随红移变化而变化 (此时年龄微分法不能消

除这种误差), 而利用这种考虑恒星形成时期不同的

模型,哈勃参量的误差的确可以被降低.

除了每个星系中星族的复杂性之外,星系样本不

纯一性也会引起哈勃参量的误差. 在文献 [35]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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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获得由更多的同种类恒星组成的星系以便我们以

后的研究,新的样本选择标准已经被提出.

3.2 径向 BAO大小法

在 2.2 节提到天空中寻找的标准杆并不是实在

的物体, 而是统计特征. 诚然, 对于遥远星体的物理

大小,我们通常知之甚少. 更糟糕的是就连表征星系

大小的物理量 -星系张角,也因为星系的边缘的不清

晰而只能模糊测量. 可以想象,视线方向上的长度测

量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因为此时连张角对我们也毫无

帮助.因此,确认一个统计上的标准杆是十分必要的.

在 LSS的研究中,相关函数可以简单方便地表征

宇宙中物质的空间分布特征 (关于早期的星系研究

中,涉及这一问题的重要处理方法,请参考文献 [36];

关于 BAO的其他的统计方法,请参考文献 [37]).两点

自相关 (如密度场中的自相关)函数 ξ (r1, r2)是相关

函数中应用最多的一个函数. 它度量了相同密度场

中的位置对的相关性:在两个相邻位置 r1和 r2附近

的小体积元 dV1 和 dV2 内的找到两个星系的联合概

率为

dP12 = n2 [1+ξ (r1, r2)]dV1dV2, (23)

这里, n是星系平均数密度.如果我们相信,从统计的

意义上讲,我们的宇宙是均匀的 (无论在宇宙的任何

一个地方,星系分离和聚合的可能性都是相差不大),

那么自相关函数就只是 r = r2− r1的函数了. 如果我

们进一步假设宇宙是各向同性的 (统计上),则 r的方

向就不再重要了,自相关系数就仅仅依赖于 r的大小

了. 事实上, 如果我们仅仅研究两点统计关系, 那么

我们关于宇宙均匀的假设就太强了, 我们只需要假

设系综的一、二阶矩的均匀即可.这种系综叫做广义

平稳系综 (WSS).对广义平稳系综,按著名的 Wiener-

Khinchin定理,其功率谱和自相关函数互为傅里叶变

换

P(k) = P(k) =
∫

ξ (r)eik·rd3r,

ξ (r) = ξ (r) =
1

(2π)3

∫
P(k)e−ik·rd3k (24)

(这里我们把光谱强度写作与波矢 k 的方向无关的

p(k),这是在与前面提到的统计上的各向同性相同的

假设前提下得到的,但是要注意下面关于红移畸变的

讨论).因此,功率谱和自相关函数都可以作为统计工

具来表征包含于 LSS中的信息.关于对得到 p(k)方

法的改进和对功率谱重要性的强调参看文献 [38,39].

另一方面,因为 BAO尺度可以通过自相关系数极大

值点 (如波峰或突起处)表现,所以对 BAO研究来说,

自相关函数应该是一种更简单的表达其结果和检验

其意义的方式.事实上,自相关函数及其变化的估计,

也可以很方便地由一对分别在研究领域与随机场的

数据点得出 [40].

该系综真正的自相关系数是不可能完全知晓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我们只有唯一的随机场,也就

是我们居住的宇宙. 即便如此,对自相关函数的估计

仍有其意义,因为在今天大范围,好样本的研究中,遍

历性的假设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应

用统计得到系综 (Underlying Ensemble)的信息 [12].

因此,如果某一随机过程导致物质的空间分布出

现一些特征,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自相关系数的数

字计算来反映这些特征,否则,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

认为是随机分布而不为我们所知. 更进一步,如果这

个过程的机制和合理性完全被我们理解并在数学上

建立了模型,那么用这些特征进行参量的估计就是可

能的了.

依靠 LSS 中的 BAO 印记是这种可能性得以实

现的方式之一. BAO 的机制要追溯到复合时期之前

的早期宇宙,那时,康普顿散射率要高于宇宙膨胀速

率.在这种极端的极限条件下,紧紧耦合在一起的光

子和重子可以被当作流体来处理,在这种流体中,声

波由微绕而产生. 这种 BAO对 CMB造成的影响,已

经得到了广泛地理论研究 (参考早期 Peebles和 Yu[41]

的工作, Hu和 Sugiyama[42]在傅里叶空间的有力的分

析处理, Bashinsky 和 Bertschinger[43] 在位置空间的处

理, Hu和 Dodelson[44] 的整理), 并且这些理论研究所

得到的结果,都已经通过对 CMB的观测 (如 WMAP)

所证实 [45∼49]. 我们不会去详尽地讨论 CMB,而主要

关注 BAO随后的影响,也就是, BAO被冻结而引起的

在 LSS中物质分布不均匀的印记.

BAO在今天星系分布中的印记已经从理论上被

预言了 (参考文献 [50,51], 注意这些文章中主要使

用了 P(k) 而非 ξ (r)) 这些印记最先由 Eisenstei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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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52] 从 SDSS 数据的统计中发现. 在文献 [20] 中,

作者通过对 SDSS 和 2dF 数据的功率谱的分析, 实

现了对 BAO的测量,并应用测量结果对宇宙学模型

进行了一般检测. 文献 [10]讨论了利用 LSS中保留

的 BAO 特征来探究哈勃参量 (也可参阅文献 [53

∼55]).

到目前为止,利用 BAO来确定哈勃参量的想法

好像是简单直接的,但事实上,自相关函数却因受各

种因素影响而产生畸变,而这些影响必须考虑.

首先,星系并不是绝对的共动体.观测到的星系

红移必然是宇宙膨胀和星系本动 (这一点哈勃曾考

虑过,参看 2.2节)的共同作用下的红移.星系本动扭

曲了所测红移区域内的相关性特征, 使相关函数各

向异性 (参看文献 [56]和 [57]). 因此,各向同性的自

相关函数就不再是好的度量函数了. 在文献里,自相

关函数通常被表示为径向 (视线方向)方向上的坐标

π和横向方向上的坐标 σ 的函数：ξ = ξ (σ ,π),其中

r =
√

σ2 +π2 . 观测到的 ξ (σ ,π)将会是 ξ (r)和本动

速度场的卷积.

其次,随着观测距离的加深,时空几何逐渐非平

凡化, 从而也会关联性扭曲 [58]. 但这并不是我们接

下来所要讨论的重点, 因为研究数据来自我们附近

(z ≈ 0)的宇宙空间,并且对于哈勃参量的测量,我们

只会用到一些很小的红移间隔.但是,今后分析对深

空的观测数据时,就必须考虑时空几何扭曲.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偏袒因素, 这些因素说明

观测的表观并不能完全反应真实宇宙的整体物质分

布 [59].在这些影响精度的因素中,弱引力透镜效应很

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对径向方向上的自相关函数有巨

大影响 [60,61].

利用 SDSS观测数据中, 0.16 6 z 6 0.47的 LRG样

本, Okumura 等人 [62] 已从 ξ (σ ,π) 中发现了 BAO 踪

迹. 在他们的工作中,忽略了弱引力透镜的放大效应

带来的误差, 不过, 在这个红移区间内, 弱引力透镜

效应对平均了的球对称的自相关函数 ξ0 (也称为相

关函数单极矩)的影响倒是很小 [60]:

ξ0(r) =
1
2

∫ 1

−1
ξ (σ ,π)dµ, (25)

其中, r =
√

σ2 +π2, µ = π/r. 通过文献 [62] 的讨论,

BAO 的峰在单极相关函数中很明显地被探测到, 但

是 BAO引起的相关函数的突起在各向异性的 ξ (σ ,π)

中却是比较弱的.

利用精度提高的 SDSS第 6,7次释放的 LRG样本

数据, 并通过构建弱引力透镜效应的误差值的模型,

Gaztanaga等人 [63] 完成了对红移区间 z = 0.15 ∼ 0.30

和 z = 0.40 ∼ 0.47的径向 BAO探测和哈勃参量 H(z)

的测量 (参看图 1: BAO探测的展示图). 因为这两个

红移区间被完全分隔,且相距较远,所以这两个测量

是彼此独立的 (早先的工作,如文献 [20],选择的样本

50 100

Magnification
No BAO: 
BAO: 

BAO+mag: 8/24 (87%)

π (Mpc/h)

∆

40<π<140 Mpc/h 2/ndof (Prob)χ

2=4χ
∆ 2=10χ
∆ 2=6χ

150

0.15

0.10

0.05

0

−0.05

(π
)

ξ

图 1 文献 [63] 利用了所有的 LRG 样本进行了径向 (π

向) BAO 探测. 这是 π 方向上相关函数的图像, 不要跟文

献 [62] 中图 3 所示的单极相关函数的图像混淆. 比较实

线和短虚线就可以看出弱引力透镜的影响, 从图中可以看

出, 透镜效应使得波峰的位置移向了大尺度. 点划线 (蓝色)

为 1σ 分布, 是通过把基准距离红移关系应用于具有不同

参数化方式的分析当中得到的, 而这种考虑仅仅会引入了

基准模型带来的系统误差

Figure 1 Detection of radial (π-direction) BAO by ref. [63] in the full
LRG sample. This is the correlation pattern along the π-direction, and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monopole pattern in Figure 3 of ref.
[62]. The effect of weak lensing magnification can bee seen by com-
paring the solid and short dashed curves, which shows that the magnifi-
cation systematically moves the peak location towards the higher scales.
The dash-dotted (blue) curve shows the 1σ range by allowing the fiducial
distance-redshift relation used in the analysis to vary in a parameterized
way, accounting for the systematic error introduced by the mere using of

a fiduci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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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空间上有交叠的,导致不同红移处的 BAO探

测和哈勃参量的结果有相关性).

这些哈勃参量 H(z)的测量是第一次对径向 BAO

方法实际应用.由于畸变的影响,确认 BAO波峰探测

的可信度是必要的. 因为每一种畸变影响都要很小

心的建立模型. 但是,抽象出所有尺度内的所有畸变

影响的模型太难了,因此当这些畸变模型没有完全建

立起来之前,这些畸变就会带来 BAO波峰测量的系

统误差.

即便是这样,径向 BAO大小法仍有比年龄微分

法更好的精密度.实际上,共动、本动的混合以及系

统模型的不确定只为哈勃参量的测量带来 4%的精

度误差 [63]. 而且从直觉上,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 BAO

方法的精度要好, 因为在 3.1 节中已经看到, 年龄微

分法的系统误差主要来源于年龄的难以确定, 而这

个误差可能会很大. 由于我们可以确定空间中各位

置星系的数目,也就是星系的位置分布,而这要比确

定一些模糊定义量 (如红星系中恒星从形成到现在

的时间)的精度高很多,所以,不难想到, BAO法要比

年龄微分法更精确.

在这种方法中,分析中可能出现的一些不易被察

觉的循环逻辑问题也会带来系统误差. 文献 [63]中,

它利用了 ΛCDM 模型和参数将红移转化为了距离,

以精确测量在选择的红移间隔内的 BAO 尺度, rBAO

由 WMAP数据得到的：rWMAP = (153.3± 2.0) Mpc(参

看文献 [64]),从而得到 HBAO(z):

HBAO(z)
rBAO

=
Hfid(z)
rWMAP

, (26)

其中

Hfid(z) = H0

√
Ωm(1+ z)3 +(1−Ωm), (27)

Ωm = 0.25. 基准宇宙学模型的应用给所有的测量带

来了偏差,而且这是难以用模型描述的. 但是应用蒙

特卡洛模拟可以分析出这个影响,因此它 (引入基准

宇宙学模型)对系统不确定度的影响是可以估测的.

因此文献 [63]的作者称测量结果与所引入的宇宙学

模型无关,从而可以作为一般的宇宙学检验. 读者可

能还会提出文献 [20]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解

决方法,文献 [20]是利用了样条函数对距离 -红移关

系进行了拟合,这样,这个结论就可以应用于更多的

模型中, 而不用重新分析要检测的每个模型中的功

率谱.

径向 BAO探测相关讨论的一点看法.目前,针对

文献 [63]中声称的径向 BAO的探测和哈勃参量的测

量出现了的一些争辩. Miralda-Escudé[65] 反对这种方

法以及对 BAO探测的统计特征. Kazin等人 [66] 分析

了 SDSS DR7中的 LRG样本并得到了类似文献 [63]

的结论,但是提供了另一种应用 χ2 每自由度统计和

Bayesion判据 [67]的解释,指出其 BAO信号可能并非

统计意义上显著的探测.另一方面, Tian等人 [68]最近

的工作表明 BAO径向特征并不是偶然,虽然其中应

用了一些使重估结果变得有利的假设. 文献 [63]的

作者同样为他们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辩护 [69]. 我们提

及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辩论只想提醒读者研究还在进

行中. 然而,我们相信,即便现在有一些修正,但利用

BAO 法测量哈勃参量是有意义和前景的, 而且随着

一些即将进行的红移观测计划的实施 [66],这些修正

可以逐步完善对径向 BAO和哈勃参量的测量结果.

3.3 引力波标准汽笛法

除了上述两种方法外, Bonvin等人 [70,71] 从观测

远距离 SNIa这一工作中受到启发提出利用空基引力

波测量哈勃参量 H(Z).

由于宇宙 LSS物质的非均匀性,对于遥远的观测

源,光度距离是红移和方向的函数,即 dL = dL(z, n),其

中 n为观测源的方向.将 dL(z, n)球多极展开,只精确

到偶极矩 (光度距离的各向异性主要部分即观测者

的本动造成的偶极矩项, 弱引力透镜造成的 dL(z, n)

展开式中更高的多极矩项很小):

dL(z, n) = d(0)
L (z)+d(1)

L (z)cosθ +δdL(z, n),

其中, cosθ = n·v0/ |v0| (v0为观测者本动速度),进而可

以得到其中的偶极矩项:

d(1)
L (z) =

|v0|(1+ z)2

H(z)
.

于是通过测量各向异性的光度距离中的偶极矩项就

可以得到哈勃参量 H(z)[72].

为了得到准确的哈勃参量, 足够数目的观测源

是必须的. 文献 [72] 中指出, Bonvin 等人曾得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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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结论,为了使相对精度在百分之几以内,通常需要

105 ∼ 106个超新星数据.这么庞大的数据量虽然对于

超新星观测是不可能的, 但是对于计划实施的引力

波探测 (如 DECIGO, BBO) 却有可能实现, 因为计划

中他们可以探测到数以百万计的中子双星所发射的

引力波.另一方面,这些双中子星分布于更深的宇宙

中,具有较高的红移,因此说这种方法填补了高红移

下哈勃参量的测量这一空白. 而且双中子星是很好

的引力波探测源,因此通过 DECIGO和 BBO,各向异

性的光度距离 dL(z, n)可以很准确地被测得, 从而我

们可以得到较高精度的哈勃参量数据 (参考图 2: 估

计了 DECIGO数据如果获得并应用可达到的精度).

4 哈勃参量在限制宇宙学模型中的优势

我们知道,目前非常流行的方法是标准光度距离

方法,即利用观测超新星的光度距离来约束暗能量及

其状态方程等各种宇宙学参量 (见 2011年度诺贝尔

物理学奖). Maor等人 [73] 2001年的研究表明:标准光

度距离方法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1)光度距离通过一

个积分建立了与宇宙学参量的依赖关系,这个积分会

抹去一些宇宙学参量尤其是随红移演化的暗能量及

其状态方程的信息,因此在数据拟合中会引入系统误

差; (2)由于这个积分的存在,降低了其对宇宙学参量

尤其是随红移演化的暗能量及其状态方程的敏感性,

最终消弱了光度距离区分不同演化历史的状态方程

的能力.

上述 3种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哈勃参量的观

测数据. 哈勃参量的优势在于,它无需通过积分就可

以直接与宇宙学参量建立联系: H(z) = −(dz/dt)/(1 +

z) = H0E(z),其中 dz/dt是红移 z对宇宙时间 t的导数,

E(z)是红移和宇宙学参量的函数. 总之,与标准光度

距离方法相比,微分年龄方法关键优势在于: (1)观测

到的 dz/dt更加敏感于暗能量及其状态方程; (2)相关

的精确测量可以利用地面望远镜进行; (3)大大降低

利用星系光谱测定年龄带来的系统误差.

5 观测得到的哈勃参量对宇宙学的限制

我们之所以付出努力去得到哈勃参量的数值,最

终目的是要限制宇宙学模型.文献 [23]中由年龄的微

分法得到的红移 z≈ 0.09下的哈勃参量 H(z),是为了

用来限制暗能量的状态方程中的参量. 在文献 [27]

中,慢滚标量场暗能量势的红移变化. 相同的数据点

也应用在 ΛCDM 宇宙的研究中, 特别是在计算中微

子的质量 mν ,相对论性中微子的有效数目 Nrel,空间

曲率Ωk和暗能量状态方程的参量 ω的限制中 [74].文

献 [25]中更新的哈勃参量的数据又被这些作者应用

以改进早期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 CMB与哈勃参量观测的结

合可以非常有效地限制 Nrel(参看文献 [75]及图 3).本

文中, 我们不会再深入地讨论宇宙中微子这个话题,

因其本质上更接近基础物理.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一

个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即 H(z)数据与 CMB数据及其

他现在了解的宇宙学检验同时使用, 会为我们加深

对中微子的一些与更早期宇宙相关的特性的认识提

供更有价值的看法,这与大爆炸核聚变 (BBN)检验无

关 [76,77].此外, BBN限制的依据是测得的氦元素的元

素丰度,而早期核聚变带来的系统偏差会影响测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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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中所画为利用基本的宇宙学参量得到的哈勃参量随

红移的变化 (实线) 以及 1σ 误差棒. 误差棒是估计了如果

获得观测时间为 1 年 (红色)、3 年 (绿色)、10 年 (蓝色) 的

DECIGO数据并应用可达到的精度后画出的 [72],显然,精度

会随着观测时间的延长而提高

Figure 2 The Hubble parameter calculated with our fiducial cosmolog-
ical parameters (solid curve) and 1σ error bars estimated in the cases
that we use all binaries observed during the observation time, 1 yr
(red), 3 yr (green), and 10 yr (blue) (long observation time corresponds

to the smaller error bar)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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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tern等人 [25] 用年龄微分法进行哈勃参量的测量,并

应用他们测量的哈勃参量限制了相对论性的中微子的有效数

目 Nrel. 点线为由 5 年的 WMAP 数据 [78] 得到的, 短折线

为由 WMAP 和 Riess 等人 [79] 确定的 H0 得到的, 实线是

由WMAP, H0 和 H(z)得到的. H(z)数据可以在 1-σ水平上

重新限制中微子的有效数目为 Nrel = 4±0.5. 因 H(z)的引入

而带来的中微子数目确定性的提高是显然的

Figure 3 Constraint on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relativistic neu-
trino species, Nrel, by stern et al. [25] using their H(z) measure-
ments by the differential age method. Dotted line plots the 5-
year WMAP [78] likelihood dashed line plots the likelihood with
WMAP and H0 determined by Riess et al. [79], and the solid
like the likelihood with WMAP, H0 and H(z) data. Adding H(z)

data helped refining the constraint to Nrel = 4±0.5 at 1-σ level.

果.因此,在系统不确定性存在的情况下,哈勃参量数

据是一项具有一致性的重要检验量 [75].

图 4 表明, 引入哈勃参量数据可以打破空间曲

率与暗能量状态方程的简并.在 ΛCDM模型中,暗能

量和空间曲率都在当前宇宙演化中起主导作用. 因

此,把它们对宇宙膨胀的影响区分开是有的意义,当

然也是有挑战性的 [80,81].虽然,其他结合弱引力透镜

效应和 BAO的检测可能在未来实现对曲率的单独测

量,但是就我们目前对哈勃参量的了解,从打破暗能

量——曲率简并 [74]这层意义下讲,它也同样是一个

对其他检测有价值的补充.

由 BAO 大小法得到的数据数量少但精度很高,

因此在文献 [63] 中, 这些数据不但被用来验证宇宙

的加速膨胀,而且还被外推到 z = 0,这为独立地估计

哈勃常数 H0 提供了方法. 并且通过径向 ∆zBAO 的测

量,还可以对暗能量参数进行严格限制, 这一点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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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tern等人 [25]对空间曲率Ωk和暗能量状态方程参数

ω进行了联合限制.黑色等高线所围的大块不规则区域只是

由 5年的WMAP数据得到的. 蓝色等高线是加入哈勃常数

H0后得到的.全黑部分是后来又加入 H(z)数据得到的. H(z)

数据的加入在打破Ωk和 ω之间的简并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Figure 4 Joint constraint on the energy density corresponding to the
spatial curvature, Ωk , and the dark energy equation of state parame-
ter, w, by Stern et al. [25]. The large, irregular regions bounded by
dark contours were from 5-year WMAP alone. The blue contours were
obtained by adding H0 constraints. Filled regions were obtained by
further adding H(z) data. The application of H(z) data helps with

breaking the degeneracy between Ωk and w.

被证实 [82].

在上述被提及的文章里, 通过哈勃参量的限制

得到的宇宙学参量与由其他宇宙学检测得到的, 如

CMB各向异性,是相吻合的. 在这种意义下讲,哈勃

参量数据是有效的, 独立的宇宙学检测. 特别地, 它

的有效性体现在它可以打破曲率和暗能量参数的简

并上.

我们将最新的数据总结在了表 1 中. 在图 5

中, 我们做出了红移与哈勃参量关系的图像. 为了

更好地分析这些数据, 我们还做出了空间平坦的

ΛCDM 模型下的数据图像, 其中取 Ωm = 0.25,ΩΛ =

0.75,and H0 = 72 km s−1 Mpc−1.

除了上述提及的作者, 哈勃参量的观测数据还

广泛应用于其他的不同宇宙学模型的检验中. 最

早一批应用者包括 Yi 和 Zhang[83] 还有 Samushia 和

Ratra[84], 他们把哈勃参量的结果应用暗能量的研究

中. 在文献 [83]中,仅利用哈勃参量数据就达到了限

制全息暗能量宇宙模型的目的,特别是对 c参量这一

1461



张同杰等: 宇宙黑暗面 (3D宇宙)的限制和哈勃参量的观测数据——哈勃参量宇宙学

表 1 已得到的哈勃参量数据

Table 1 The set of available observational H(z) data

z H(z)±1σ errora) Ref. Remaks

0.09 69±12 [24,26] −
0.17 83±8 [26] −
0.24 79.69±2.65b) [64] In the redshift slice 0.15∼ 0.30

0.27 77±14 [26] −
0.4 95±17 [26] −

0.43 86.45±3.68b) [64] In the redshift slice 0.40∼ 0.47

0.48 97±62 [26] −
0.88 90±40 [26] −
0.9 117±23 [26] −
1.3 168±17 [26] −

1.43 177±18 [26] −
1.53 140±14 [26] −
1.75 202±40 [26] −

a) H(z)单位为 km s−1 Mpc−1

b) 包含了统计不确定度和系统不确定度, σ =√
σ2

sta +σ2
sys

决定宇宙膨胀的动力履历参量的限制 (图 6). 相同的

数据组还被用来研究模型化的引力理论,像文献 [85]

中提及的 f (R)引力. 文献 [25]和 [63]中更新的哈勃

参量数据被用来对更特殊的暗能量模型中的参数进

行限制,例如文献 [86,87].

除了对参数的限制,哈勃参量的观测数据在无参

数的,非模型化的宇宙学检验中同样可用.例如, Sahni

等人 [88]使用的 Om统计,其定义为

Om(z) =
h2(z)−1

(1+ z)3−1
, (28)

这里, h是无量纲的哈勃参数, h = H(z)/H0. 这个统计

法对暗能量常数Λ的零位检验很有帮助,而Λ是一个

比状态方程中暗能量参数更有说服力的参数. 另一

项通过引入H(z)数据对Λ进行检测的结果由 Zunckel

和 Clarkson等人 [89]加入距离信息后给出.但是,上述

两篇文章中使用的哈勃参量都不是通过本文中讨论

的独立观测的方法得到的,而是利用 SNIa的光度距

离导出的. 类似的方式,哈勃参量和距离的测量也可

以检验宇宙空间的平坦度甚至是大尺度均匀和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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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 为现有的, 根据年龄微分法和径向 BAO 大小法得

到的 H(z) 数据 (参见表 1), 实线是在 Ωm=0.25, ΩΛ =0.75,

H0=72 km s–1 Mpc–1 的假定下根据 ΛCDM 模型得到

的. (b) 为同一组数据与理论模型 ΛCDM 得到的 Hfid 之间

的残差

Figure 5 (a) The available H(z) data from both differential age method
and radial BAO size method (see Table 1). The solid curve plots the theo-
retical Hubble parameter from the ΛCDM model with Ωm = 0.25,ΩΛ =
0.75,and H0 = 72 km s−1 Mpc−1. (b) The same data, but the residuals

with respect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Hfid are plotted.

同性的哥白尼原理, 这个原理是基于不同模型下的

FRW度规 (2)的数学形式的. 在文献 [90]中,真实的

观测验证了本文中提及的哈勃参量数据在这些检验

中的应用是有意义的这一说法.

6 未来的展望

目前为止,已得到的哈勃参量数据被认为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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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Yi 和 zhang[83] 用 H(z) 对全息暗能量模型给出的参

数进行了限制. 这一工作只应用了文献 [21] 中由年龄得到

的 H(z) 数据. 图中点画线, 实线和虚线分别标记了 68.3%,

95.4%, 和 99.7% 的置信度区间. 图中可见, 尽管参数 c 与

Ωm 存在一些简并,但是 H(z)数据倾向于支持 c <1的模型

Figure 6 Parameter constraints for the holographic dark energy model
in the Ωm-c plane, by Yi and Zhang [83]. The constraints were ob-
tained using age-determined H(z) data in ref. [27] alone. The dash-
dotted, solid, and dotted contours marks the 68.3%, 95.4%, and 99.7%
confidence regions, respectively. Although some degeneracy exist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data favor models with c < 1.

我们宇宙膨胀动力和暗能量本质的有效工具. 但是,

这些数据集并没有覆盖全部的红移. 目前的测量只

能达到 z = 1.75,这样的范围对广袤的宇宙来讲只是

九牛一毛, 何况其中还包含了一些由年龄微分法得

到的高误差数据.另一方面,更多高精度 H(z)数据不

仅可以帮助我们限制宇宙学参量,还能使我们更好地

理解 H(z)数据和其他宇宙学检验之间的可能存在的

不一致 (图 7). 这种不一致是重要的, 因为这种不一

致反映了数据的系统误差. 而在理解这种不一致的

过程中,我们会对那些还没有很好模型化的 “系统影

响”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此节,我们会介绍宇宙学观测的几个方向和它

们在哈勃参量测量中的意义.

6.1 年龄微分法的发展图景

如果今后数据集可以覆盖更大的红移范围, 那

么年龄微分法结果中相对较大的不确定就可以部分

消除. 最近, 利用数值模拟我们估计到, 如果增加 60

组独立的观测性哈勃参量数据并覆盖 0 6 z 6 2的红

移区间, H(z)数据集就可以起到比通常的 SNIa数据

集更好的参数限制作用 [91]. 为了达到这一效果, 未

来的观测必须提供更多的 LRG样本. 根据文献 [27],

ATC (Atacama Cosmology Telescope)可以根据 Sunyaev-

Zel’dovich 效应来确定出更多的 LRG. 对这些新找出

的星系进行光谱测量和年龄测定后将之应用于年龄

微分法,又可以产出大约 1000个 H(z)数据. 这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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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分别应用 H(z)数据和 SNIa数据对空间平坦的XCDM

模型 (类似 ΛCDM模型,只是后者中暗能量状态方程中的参

数 ω 为 –1, 而前者任意) 通过 χ2 拟合进行模拟, 我们会得

到 H(z)数据和 SNIa数据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 SNIa数据更

倾向于 ω <–1, 而 CMB,径向 BAO数据和观测得到的 H(z)

数据 (OHD) 则与 ΛCDM 模型 (ω=–1) 相一致. 这里用到的

OHD是文献 [27]中有年龄微分法得到的数据, SNIa来自文

献 [92]. RBAO图像是应用文献 [63]中的 ∆zBAO 得到的. 置

信度区间分别为 68.3%, 95.4% 和 99.7%. 该图最初来自文

献 [93]中图 4

Figure 7 Possible tension between H(z) and type Ia supernovae data
depicted in the χ2 fitting results for the spatially flat XCDM model (sim-
ilar to ΛCDM, except that the dark energy equation of state parameter
ω is set free instead of being fixed at ω = −1). The SN data favor a
phantom dark energy with ω < −1 while other data, including obser-
vational H(z) (OHD), are consistent with ΛCDM (ω = −1). The OHD
used in this figure were the measurements in ref. [27] using the differen-
tial age method, and the SN data were from ref. [92]. The RBAO con-
tours were found using the ∆zBAO data in ref. [63]. Confidence regions
are 68.3%, 95.4%, and 99.7%, respectively. This figure first appeared in

Figure 4 of ref.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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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年龄微分法得到的哈勃参量数据的精度有望大

幅提高.

事实上, 由于在分析由年龄微分法得到的 H(z)

数据的误差模型时考虑了现实因素, 因此我们低估

了其精度提高的可能性. 在文献 [35]中,如果恒星形

成的实际机制可以为我们所知,在 z≈ 0.42的实际观

测中, H(z)的相对误差可以达到 3%以内.这样其水

平就可以与径向 BAO大小法相媲美了,我们希望在

近几年可以实现这一水平.

6.2 径向 BAO大小法的发展图景

径向 BAO 大小法已经被证实有较高的 H(z) 测

量精度.但是,高精度的得到要以时间的大量投入为

代价,因为在这一方法中,我们必须对大量的星系进

行光谱拍摄以得到红移. 然而幸运的是,在低红移区

间,利用测光红移代替光谱红移,是一个有足够保证

的好方法 [94∼96]. 因为测光红移对于光谱红移, 前者

更便宜快速并可以探测更暗的源.

就在本文完成前, WiggleZ项目释放了第一批数

据 [97]. 随着数据的释放,我们可以对径向 BAO信号

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66].径向 BAO大小法的独特性在

就于它可以让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认识宇宙膨

胀. 不同于仅仅局限于有限红移范围内的年龄微分

法,利用 BAO信号,我们可以探测至任何只要有物质

分布 (无论其形式如何) 的区域. 尽管目前径向 BAO

大小法的完成都局限在 z≈ 0的红移区段,但是,未来

的红移观测计划, 如计划中的 SDSSIII(参见 SDSS的

官方网站),就可以通过测量高红移超新星的 Lyman-α
线吸收谱,在高达 z≈ 2.5处测得 H(z)数据 (参看文献

[98], 这是一个关于高红移下 H(z) 和 BAO 测量及其

对暗能量和数值模拟之意义的讨论 [99,100]). 最近,随

着 Eucild卫星计划 [101,102] 的活跃, 一些决定 H(z)和

其他参数的空间红移巡天探测正在逐渐开展 [103].最

后, 21 cm背景观测 (Observational Program of the 21 cm

Background) 将进一步拓展我们对更高红移区段 (靠

近再电离时期)以及黑暗时代的 H(z)的了解 [104∼106].

值得指出的是,之前通过 LSS来分析和测定H(z)

的工作几乎都仅仅对 BAO 的特征做了关注. 但是,

Shoji 等人 [107] 说明, 假如非线性效应可以很好地控

制的话,那么精确的 H(z)和 DA(z)的估计应是利用整

个星系功率谱而非单独的 BAO特征. 我们希望今后

的红移巡天,以及对非线性区域红移空间变形理解上

的进步,可以更好地实现他们的想法.

7 总结

本文中, 我们回顾了目前 H(z)参量数据测量的

情况. 我们讲明了年龄微分法、径向 BAO大小法和

引力波标准汽笛法这三种重要独立的 H(z)测量的方

法. 这三种方法都是近年来成功得出的,具有不同精

度和不同红移覆盖范围的哈勃参量测量的方法. 最

新的数据在表 1 中列出. 这些数据对研究膨胀的宇

宙有很大的价值.对宇宙学家来说,无论是应用哈勃

参量自身去限制还是与其他不同物理本性的数据共

同作用,哈勃参量都可以说有很广泛的应用,如检测

宇宙学模型, 限制重要宇宙学参量. 但是, 应用哈勃

参量数据同样会出现一些问题. 虽然有这些问题的

存在,但是我们还是认为 H(z)数据有无限的可能性,

因为未来的研究会显著地提高 H(z)数据的质量, 从

而指引我们进入从未被发掘的宇宙空间.

致谢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宇宙学”研讨会会议组委会的邀请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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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is a review on the observational Hubble parameter data that have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for
their illuminating power on the dark side of the universe — the dark matter, dark energy, and the dark age. Currently, there
are three major methods of independent observational H(z) measurement, which we summarize as the “differential age
method”, the “radial BAO size method” and the “gravitational-wave standard sirens method”. Starting with fundamental
cosmological notions such as the spacetime coordinates in an expanding universe, we present the basic principles behind
the three methods. We further review the two methods in greater detail, including the source of errors. We show how the
observational H(z) data presents itself as a useful tool in the study of cosmological models and parameter constraint, and we
also discuss several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ir applications. Finally, we point the reader to a future prospect of upcoming
observation programs that will lead to some major improvements in the quality of observational H(z)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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